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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中国 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法构造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

标,并实证考察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

工,且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

交易对手违约造成的损失进而提高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

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沿海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推动专业化分工

进而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终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文章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

深度融合,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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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坚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国际循环更多

的起到激活内需潜力的作用,国内循环则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而国内经济循环的实现则需要依赖地区

和行业间的分工协作[１].因此,推动分工协作不仅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也是当前具有重大理

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研究命题.
企业专业化分工是推动分工协作在微观层面的重要体现.其本质是企业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问

题,企业通过将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分配给其他企业或个体,促使企业收缩经营边界并专注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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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通过促使企业长期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不仅有助于企业发挥比较优势,通
过外包等形式将非核心业务剥离出去[２],还能为企业培育高技能劳动力,提高企业的专业水平和创新

能力,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及竞争力,从而有效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已有文献基于我国经济

发展的实践对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不仅从税收政策[３]、市场准入制度[４]、社
会信用建设[５]等宏观政策层面,也从供应链金融[６]、数字金融发展[７]等微观层面入手研究影响企业专

业化分工的因素.但到目前为止,鲜有关于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引领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逐渐应用到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中,成为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生产力整体跃进的重要抓手.为此,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谁能把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就把准了时代脉搏”.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引导和政策支持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截至２０２３年底,我国人工智

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５８００亿元,核心企业数量超过４４００家,逐渐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

人工智能聚集发展区①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嵌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通过调整

企业劳动力的技能结构[８]、降低生产经营成本[９]、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１０]等促进企业创新和生产

率的提升.当前,尽管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对微观企业经营影响的研究逐渐兴起,但遗憾的是,到目

前为止还未发现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实证研究.专业化分工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和构

建新发展格局具备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尤为重

要.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否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 其可能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又是否会在企业、
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差异?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为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提供更多的经验证

据,还能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
基于此,本文借鉴姚加权等(２０２４)的研究[８],通过构建人工智能语义词典,使用文本分析法并基

于上市企业年报构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测度指标,研究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和作用

机理.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方面.第一,拓展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经济行为

影响的研究.已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１１]和就业市场[１２]等宏观因

素的影响,基于微观视角对人工智能应用探讨的研究相对较少,且集中于对企业生产率[９]、企业出

口[１３]和职业替代[１４]等的影响.本文则从企业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切入,研究人工智能对微观企业经

济后果的影响,补充了现有研究.第二,丰富企业边界影响因素的文献.现有研究主要从税收政

策[３]、市场准入制度[４]、供应链金融[６]等因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进行考察,本文则从人工智能的视角

出发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边界领域的文献.此外,本文还从企业劳动生产率、全要

素生产率和经营绩效的角度出发,对人工智能促进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拓展了对专业化

分工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三,本文不仅为人工智能的测度提供了新的方法,还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

研究补充了有效且可供参考的工具变量.首先,和以往采用工业机器人应用[１３]和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数[１４]等对人工智能测度不同,本文基于上市企业年报的文本数据构建人工智能指标,为人工智能的

测度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次,已有研究将年度分行业使用的计算机数量[１５]、工业机器人渗透率[１６]

等作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工具变量,而本文则根据地区—行业层面企业人工智能的均值、通商

口岸开设的历史数据和选取外生政策冲击这三种策略构建工具变量,为未来人工智能等相关研究

工具变量的选取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其中一类是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因素探讨的研究.
企业专业化分工本质上是企业对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问题,已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对该问

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展开探讨,认为交易成

本是影响企业分工的重要因素[１７].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企业倾向于通过垂直一体化的方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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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置于企业内部进行,这不利于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而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则有利于企业开展分

工合作.在实证层面,已有文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主要从正式制度、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和企业自身因

素出发,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从正式制度来看,范子英和彭飞(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营改增”不仅促进产业互联企业间的分工,还有助于企业内部分工水平的提高[１８].此外,
还有研究从税收政策[３]、社会信用建设[５]以及区域一体化政策[１９]等正式制度出发研究其对企业专业

化分工的影响.其次,从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来看,现有研究就企业所处产业周期的阶段[２０]、金融发

展水平[２１]等与企业经营高度相关的外部环境因素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进行研究.最后,部分文

献也从企业自身因素出发对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因素进行研究.如于小悦等(２０２３)的研究发现,
企业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有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的开展[６].

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另一类文献是对人工智能应用经济影响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来看,相关文

献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劳动收入、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的影响.在就业和劳动收入方面,人工智

能的应用一方面会造成失业的增加,降低劳动者的收入份额[２２],但同时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会创造新

的就业岗位,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１１].在贸易方面,Brynjolfsson等(２０１９)发现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

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可以帮助企业克服语言障碍,降低外贸成本[２３].在经济发展方面,陈楠和

蔡跃洲(２０２２)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升了我国经济增长规模,但并未对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产生影

响[２４].从微观层面来看,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人工智能对企业生产效率、技术创新等的影响.如任

英华等(２０２３)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通过降低企业销售成本、管理成本以及减少劳动力

投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９].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来看,Li等(２０２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可

通过增加外部市场竞争和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提升企业创新水平[５].
通过对以上两类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内外关于企业专业化分工与人工智能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

这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鲜有研究深入分析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效应.一

般而言,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增强了企业对生产流程的精准控制,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尤其是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支持,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精确预测市场需求及供应链波动,优
化企业的资源配置策略.因此,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层面的人工智能指标,尝试探讨人工智能对企业专

业化分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补充.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文在此部分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已有研究表明,交易成本是影响企

业专业化分工的重要因素[１７][１８].当交易成本较高时,企业会将生产交易活动置于企业内部进行,不
利于分工活动的开展.而当交易成本较低时,企业会将非核心业务分配给其他企业或个体,有助于企

业开展分工合作.本文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缓解了各市场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优化了信息匹配路

径,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等市场交易成

本.因此,下面将分别从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这三个维度出

发,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
第一,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进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企业的搜寻成本是指企业

在交易前为选择合适的交易对象而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与潜在交易对象初步沟通等环节产生的成

本[２５].在传统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为搜寻潜在的合作伙伴或交易对象等信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时间成本.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企业借助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可以在较

大范围和较短时间内快速、准确地搜寻和识别潜在的优质交易对象,这极大地提高了信息搜寻效率并

提升了交易对象的匹配质量,从而有效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２６].如阿里巴巴基于人工智能技

术中的深度学习算法,综合收集并分析用户的商品搜索和购买等信息,并依据这些海量信息搭建智能

广告投递平台,根据客户的喜好将不同商品精准地推送给特定的客户群,帮助企业节约了为搜寻潜在

客户所付出的成本.企业搜寻成本的降低一方面使企业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发展其核心且具有竞

争力的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交易的可能性,有助于企业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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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业务外包给这些合作伙伴,最终助力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５][１７].
第二,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交易谈判成本进而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在确定交易对象后,交易双方

在谈判中会花费较多的时间讨价还价,并在合同中设置复杂的条款以维护自身权益,这会增加企业的

交易谈判成本[２７].而人工智能凭借高效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能有效弥补企业传统签约模式的固

有局限和短板.具体来说,企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类似的交易案例和数据,从而帮助企业识

别和规避谈判中的潜在风险和漏洞;同时,人工智能也可以帮助企业处理在谈判过程中诸如合同或协

议书的草拟、对谈判或签约所涉及相关信息的搜集和处理等重复性任务,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的交易谈

判成本.如北京律正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智能合同起草审阅系统可以起草企

业经营所需的合同,仅需回答相关问题,该系统便可生成一份附带风险提示和条款说明的专业合同,
且该系统也可为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有效节约了企业的交易谈判成本.
企业交易谈判成本的降低不仅有利于促成交易双方合约的签订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增加企

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的概率,还有助于企业构建高效紧密且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协作网络,从
而促使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合作伙伴,聚焦于自身核心业务,进而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减少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进而提高企业的专业化分

工水平.在传统的商业合作中,交易对象在签订合约后时常会出现推诿扯皮、拒不履行合约义务等行

为,这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损失.而人工智能的应用可有效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并尽可能降低因交

易对象违约带来的损失.首先,企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并依据海量数据信息构建自动化监控系

统,对交易对象的信用情况、履约能力等信息进行实时动态跟踪,若发现交易对象出现违约行为,及时

采取措施并以最低成本纠正因契约执行不到位所产生的偏差,从而降低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可能

造成的损失[２８].其次,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还能有效提升企业的风险管控能力.在交易对象违约

后,可以快速以较低的成本匹配到新的交易对象,在保障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畅通的同时,也有效降低

了企业的损失,从而确保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稳健的运营.可见,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可有效减少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企业损失减少不仅可以构建更加稳固的供应链上下

游合作关系,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这些合作伙伴,同时也有助于企业更加精准地定位市场需求,专注

于提升自身核心业务竞争力,从而推动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人工智能能够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
假设２: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因交易对象违约造成的损失,进而

提高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１)来研究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

VSIit＝α０＋α１AIit＋δXit＋λi＋μt＋εit (１)

VSIit是企业i在t年的专业化分工水平.AIit是企业i在t年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α１ 是本文重

点关注的系数,刻画了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本文预期回归系数α１ 显著为正.

Xit是一系列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

模(Scale)、资产负债率(Alr)、固定资产比例(Fa)、董事会规模(Bs)、独立董事占比(Pid)、股权集中度

(Oc)、两职合一(Dc);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Led)与产业结构(Is).λi、μt 分别代

表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企业专业化分工.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纵向一体化是一组相对概念,当企业纵

向一体化水平越低时,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则越高,两者关系可表示为:

VSIit＝１－VASit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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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子英和彭飞(２０１７)的研究[１８],先计算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反向指标 VASit,进而依据式(２)
计算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VSIit.参考Buzzell(１９８３)的做法[２９],本文使用修正后的价值增值法对企

业纵向一体化水平(VASit)进行测度,见式(３).价值增值法是使用不同产业链上的增加值占销售收

入的比值来衡量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若一个企业自身包含的生产和分销阶段越多,其价值增值比

率会越高.

修正的 VASit＝
增加值－税后净后净＋正常利润

主营营业务收－税后净后净＋正常利润

　　　　　　　＝
增加值－税后净后净＋净资产×平均净均净资产收

主营营业务收－税后净后净＋净资产×平均净均净资产收

(３)

借鉴现有研究的方法[１８],本文使用企业销售额减去采购额来测算企业增加值.其中,用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来反映企业销售额,用式(４)计算企业采购额,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则用企业所在行业近三

年的均值来表示,基准回归中使用１７％的增值税税率对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
采购额＝(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期初预付款－期末预付款＋期末应付款

　　　　－期初应付款＋期末应付票据－期初应付票据)/(１＋采购商品的增值税率)

＋期初存货－期末存货　　　　　　　　　　　　　　　　　　　

(４)

本文将修正的 VASit值代入式(２),得到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VSIit,VSIit越大,则企业专业化分

工水平越高.

２．解释变量:企业人工智能.已有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３０]、企业机器人安装存量[２８]、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数量[１４]和文本分析法提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词频数[８]对企业人工智能水平进行测度.
考虑到方法的合理性和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姚加权等(２０２４)的方式[８],基于上市企业年报使用文

本分析法对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进行度量,具体做法如下:首先,构建人工智能的特征词典.借

鉴已有研究提供的人工智能相关词语[８][３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人工智能词表、«中国人工智能

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告(２０２４年版)»等业界权威研究报告,构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的文

本特征分析词典② .其次,借助Python搜索统计出企业年报中有关人工智能特征词典中关键词出现

的次数,并按企业和年份进行汇总.最后,将统计出的词频数加１取对数处理对企业人工智能进行衡

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使用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的文本按照上述方法重新对企业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进行测度,同时使用企业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数量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代理指标.
图１是基于文本分析法统计得到的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中国 A股上市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发展

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２０１５年以前,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发展缓慢;２０１５年后,可能得益于国家出台

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鼓励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人工智能的

发展进入新阶段.２０２２年有超过４０％的样本企业年报中有关于人工智能应用信息的披露.这说明

自２０１５年后,企业开始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上市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变化图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中国 A股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按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处理:第一,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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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样本期内经营异常(ST)和退市(PT)的企业样本;第二,剔除金融、保险类的企业样本;第三,剔除

核心变量缺失的企业样本;第四,对连续变量在１％和９９％分位处进行缩尾处理,最终得到２４６５６个

企业—年度层面的观测值.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地区层面的数据则来自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表１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均值为０．５３９,标准差为０．１８２,说明

不同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差异较大.企业人工智能的均值为０．０９３,标准差为０．２３５,最大值与最小

值的差为１．１７６,表明不同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也存在较明显差异.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与现有研究无明显差别,均在正常范围内.
　表１ 描述性统计(N＝２４６５６)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VSI 企业专业化分工 采用上文式(２)测算 ０．５３９ ０．１８２ ０．０８５ ０．５５８ ０．８４３
AI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词频数加１取对数 ０．０９３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６
Scale 企业规模 员工数对数值 ２２．１８５ １．２９２ １９．９１６ ２１．９９３ ２６．２７２
Age 企业年龄 成立时间对数值 ２．８３５ ０．３６８ １．６０９ ２．８９０ ３．５２６
Alr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总资产 ０．４３８ ０．１９１ ０．０６０ ０．４３６ ０．８６４
Fa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总资产 ０．２２５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５ ０．６８９
Bs 董事会规模 董事会人数对数值 ２．１３５ ０．１９７ １．６０９ ２．１９７ ２．７０８
Pid 独立董事比例 独立董事/董事会人数 ３７．４０８ ５．３５７ ３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０ ５７．１４０
Dc 两职合一 董事长和总经理为同一人为１,否则为０ ０．２６４ ０．４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Oc 股权集中度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３４．３１６ １４．６６５ ８．９２１ ３２．０６８ ７３．１３６
Led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 GDP对数值 １１．０５７ ０．５６８ ９．５７７ １１．１０５ １２．１４２
Is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０．４１７ ０．０８９ ０．１６０ ０．４３４ ０．５５２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２汇报了人工智能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列仅包含企业和年份固定效

应,第(２)列在第(１)列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第(３)列在第(２)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入

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可以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AI)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以第(３)列的结果为例阐述其经济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工智能

(AI)每增加一个单位,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将提高２％,与本文的研究假设１保持一致.这可能是因

为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够通过降低企业的一系列市场交易成本,进而促进其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AI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地区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R２ ０．６５４ ０．６５８ ０．６５９

　　注:括号内是聚类在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依次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内生性分析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有效缓解遗漏变量问题,但基准结果仍面临反向因果和样本选择偏误

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结果有偏.因此,本文将在此部分使用工具变量法、PSMＧDID法以及

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缓解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干扰.

１．工具变量法.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有助于改善经营环境,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同时专业化分工

水平更高的企业可能有较强的意愿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的应用.下面将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SLS)回归,以缓解上述内生性问题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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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参考Benlemlih等(２０１８)的做法[３２],使用当年企业注册地同行业其他企业的人工智能水平

的均值作为工具变量(IV１).选取这一工具变量的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存在社会网络示范效应,企
业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会受同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影响,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原则;其次,
同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人工智能水平不会直接对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产生影响,满足工具变量选取

的外生性原则.其次,参考Fan等(２０１３)的做法[３３],选取清朝末年(即１８４０—１９１１年)该城市是否开

设通商口岸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通商口岸开设的地区与其他国家交流的机会更多,更能接受先

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影响这些地区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接纳度,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
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相关性和外生性原则.此外,考虑通商口岸的开设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本文

使用滞后一期的全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的自然对数值与通商口岸形成交互项作为企业当期人工

智能的工具变量(IV２).最后,将外部政策冲击事件作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工具变量,选取

“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政策”作为工具变量(IV３)③ .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为试点

地区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化转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相关性原则;
另外,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城市的选取,并不由企业决定,因此该政策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

外生性要求.
由表３的结果,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对人工智能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二阶段人工智能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所选取的三个工具变量均通过弱工具变量和不可识别检验,说明基准回归

结果可靠.
　表３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IV１ IV２ IV３

第一阶段 ０．８９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０)

第二阶段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３８５∗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KleibergenＧPaaprkLM ３３８．０３∗∗∗ １４．６６∗∗∗ ４１．８０５∗∗∗

CraggＧDonaldWaldFstatistic １３０８９．６０
(１６．３８)

６８．２５９
(１６．３８)

１６９．７２５
(１６．３８)

２．PSMＧDID法.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干扰,参考黄勃等(２０２３)的做法[３４],使用PSMＧDID
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依据上市企业年报是否披露人工智能信息将样本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其
次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核匹配法从对照组中寻找与实验组特征相似的样本,基于

新样本重新利用模型(１)回归,得到表４第(１)列的结果,发现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未发生变化.

３．Heckman两阶段模型.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受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干扰,如企业人工智能水平的

高低具备一定的行业属性,若这些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恰好较高,则会导致基准估计结果有偏.本

文使用 Heckman两阶段模型缓解因样本选择偏误造成的估计偏差.首先依据上市企业年报中是否

披露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词频设置虚拟变量,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构造Probit模型计算逆米尔斯比

率(IMR),将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IMR)放入基准回归模型中得到表４第(２)列的结果.发现核心解

　　表４　　　PSM 法和 Heckman两阶段模型检验

变量 (１) (２)

AI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IMR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２３８７２ ２４６５６
R２ ０．６６６ ０．６５９

释变量(AI)与逆米尔斯比率(IMR)的回归系数均为

正且显著,说明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但并不会对基

准结论造成较大干扰.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核心变量的测度方式.首先,为缓解企业

专业化分工水平被低估的问题,本文参考于小悦等

(２０２３)的做法[６],将式(４)中使用的１７％的增值税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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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更换为０％和１３％,计算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替代变量 VSI１和 VSI２,重新基于模型(１)进行回

归,表５第(１)(２)列的结果显示,AI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其次,本文进一步使用上市公司年报中的

“管理层分析与讨论”部分的文本作为分析材料,按照上文相同的步骤测算人工智能水平替代变量

AI１,重新代入模型(１)得到如表５第(３)列所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AI１的系数为正且显著.其

次,本文使用上市企业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加１的自然对数对企业的人工智能水平进行测度,记
为 AI２,得到如表５第(４)列所示的结果,发现 AI２的系数仍为正且显著.综上,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和

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表５ 更换核心变量的测量方式和排除其他可能性解释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AI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

AI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AI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５６ １９５５７ １５５６７ １１５９０
R２ ０．６７１ ０．６６２ ０．６５８ ０．６５８ ０．６９０ ０．７１１ ０．６７８

２．排除其他可能性解释.第一,排除企业趋利性信息披露行为的干扰.部分企业为迎合政策倡

导或吸引投资,在年报中故意夸大披露与实际不符的信息,从而高估这类企业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
为排除这一因素干扰,参考赵璨等(２０２０)的做法[３５],构建式(５)所示的回归模型来识别企业的异常信

息披露行为:

AIit＝α０＋α１AIMEDit＋δXit＋λi＋μt＋θm＋γs＋εit (５)
式(５)中的被解释变量 AIit是企业人工智能指标,解释变量 AIMEDit为行业内其他企业人工智能

指标的中位数,其余控制变量与模型(１)一致,模型中的残差项εit表示企业异常信息披露值,通过剔

除高于８０％分位处的样本来避免企业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对基准估计结果的干扰.根据表５第(５)
列的回归结果发现,在排除策略性披露行为的干扰后,基准回归的研究结论仍成立.此外,参考李万

利等(２０２２)的研究[３６],仅保留深交所信息披露考核为良好及以上的企业样本.根据表５第(６)列的

结果发现,研究结论未发生根本改变.
第二,排除智能制造政策的干扰.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通知,要求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

品,推动企业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旨在使用各类智能制造技术重塑传统生产模式,并到２０２５年在十大

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式发展④ .因此,该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促进重点领域企业人工智能水平的发展.
为排除这一政策对结果的干扰,本文剔除十大重点领域行业的企业后,对剩余样本重新回归,得到表

５第(７)列的结果,发现在排除智能制造政策的影响后,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AI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

正,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五、影响机制和异质性分析

(一)影响机制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

损失,进而提高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本文将对这三条机理进行实证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参考

江艇(２０２２)的做法[３７],通过观测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１．降低企业搜寻成本机制.人工智能的应用一方面能为企业搭建交易信息的推送和检索平台,
强化对信息的处理和推送,加快信息在交易主体间的畅通流动;另一方面也使交易主体间的经营信息

更加公开透明,帮助企业在短时间内依据交易对象的信誉、资质和履约行为等进行比较,从而准确、快
速地搜寻和识别优质交易对象,降低企业的信息搜寻成本.为验证上述猜想,参考刘凤委等(２００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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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３８],使用企业广告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代理企业的搜寻成本.这是因为广告费用越高,企
业为搜寻交易对象的动机越强.表６第(１)列的结果显示,AI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搜寻成本.较低的市场搜寻成本能够促使企业寻找到合适的

上下游交易对象,进而会提升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２．降低企业交易谈判成本机制.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为企业交易谈判提供诸多便利.一方面,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分析大量的市场数据和历史交易案例,识别并回避在谈判或交易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漏洞,增进交易双方的互信并对双方的失信行为进行约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

的应用还能帮助企业进行合同或协议书的草拟、对谈判或签约所涉及相关信息的搜寻整理等,从总体

降低企业的交易谈判成本.为验证这一猜想,参考刘凤委等(２００９)的研究[３８],本文使用应付票据占

总应付款的比重对企业交易谈判成本进行测度⑤ .应付票据是指在契约签订时的一种交付方式,和
应付账款相比,应付票据具有明确的付款人和付款日期,且这一支付方式有更多的转让和贴现条款.
当交易对象逾期付款时,会支付更多的利息.因此,企业使用应付票据的比重越大,表明企业的交易

谈判成本越高.表６第(２)列的结果表明,AI的估计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人工智能可

以显著降低企业的交易谈判成本.企业交易谈判成本降低促使交易双方合作达成,进而提高企业的

专业化分工水平.

３．降低违约损失机制.人工智能可以降低因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在与交易对象签

订契约后,企业可以利用智能合约和区块链等人工智能技术,对交易双方的履约情况进行动态监督,
并及时纠正契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降低企业的监督和纠偏成本.此外,当交易对象违约时,企
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协助企业匹配高质量的合作伙伴,尽可能地降低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

造成的损失.为验证上述猜想,参考李施宇(２０２４)的研究[３９],使用上市企业和其子公司在当年作为

原告或申请人与供应商或客户发生诉讼案件的数量作为企业因交易对象违约而造成损失的代理指

标,当年与供应商或客户间的诉讼案件越多,则说明企业因交易对象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越多,本文

将统计得到的该数量加１做自然对数处理⑥ .表６第(３)列的回归结果表明,AI的估计系数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人工智能的应用显著降低了交易对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从而使企业充分

利用市场交易获取资源顺利生产,提高了专业化分工水平.
综上,本文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市场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因交易对

象违约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进而提高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验证了本文的假设２.
　表６ 作用机制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AI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１∗∗∗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６５６ ２４６３１ ２４６５６
R２ ０．７２６ ０．６３２ ０．４１２

(二)异质性分析

上文从整体层面验证了人工智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专业化分工水平,那么这种促进效应是否

会存在异质性? 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分别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出发进行讨论,旨
在为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提供更多维度的经验证据.

首先,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受产权性质的影响.具体来说,和非国有企

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政府间存在天然的所有权联系,从而使其能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与信贷优惠,且
这些政策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有企业面临和感知到的市场竞争压力,而非国有企业不具有上

述优势,因此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非国有企业往往会将人工智能的应用作为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竞

争优势的重要驱动力量,会积极地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寻求非核心业务的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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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其核心业务的发展,从而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因此,本文预期和国有企业相比,人工智能对

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为验证这一猜想,本文按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

国有和非国有企业,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人工智能对不同性质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异质性.
由表７第(１)(２)列的结果可知,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验证

了上文的猜想.
其次,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在行业间存在差异.当中间商品的

生产流程涵盖多个环节时,企业面临两种组织选择:一是通过与供应商缔结契约安排中间品的配置,
实现专业化的生产分工;二是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在企业内部进行全链条的生产活动[７].鉴于制造

业与非制造业在生产经营活动及产业链特性存在显著不同,这些差异可能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在

推动企业专业化分工方面的实际效应.因此,本文考察人工智能应用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影响的行业

异质性特征.为此,将样本企业分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两组样本,分组回归后得到表７第(３)(４)列的

结果.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制造业中更明显,这可能因为制造业企业

更容易对生产过程各个环节进行分割,达到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目的,并通过与供应商签订契约完成

中间品的配置,进而实现专业化分工.
最后,由于我国疆域辽阔,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对人工智能的政策扶持

力度有较大差异,进而地区间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水平也会有所差异.为此,本文依据企业注册地将样

本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组企业样本,分组回归后得到表７第(５)(６)列的结果,发现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

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沿海地区更明显.这可能因为和内陆地区相比,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数字产

业基础较好,域内的高科技创新人才充足,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也更大,且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的核心

产业主要集聚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都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因此沿海地区企业更会积极地加大人

工智能技术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中的应用,最终促进了沿海地区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
　表７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产权性质

国企 非国企

(３) (４)
行业性质

制造业 非制造业

(５) (６)
地区特征

沿海 内陆

AI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９１５２ １５０３５ １７８０９ ６７７３ １６６１８ ８０１８
R２ ０．６７４ ０．６７９ ０．６７０ ０．７０９ ０．６７９ ０．６４９

六、进一步研究

上文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分工,那么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是否会影

响企业的一系列经营活动? 分工理论指出,深化分工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最终推

动经济发展.这是因为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使企业专注其擅长的领域,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利用特有的资源,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为验证上述猜想,本文构建

式(６)(７)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Yit＝β０＋β１AIit＋βXit＋λi＋μt＋θm＋γs＋εit (６)

Yit＝β０＋β１AIit＋β２VSIit＋βXit＋λi＋μt＋θm＋γs＋εit (７)
式(６)(７)中,Yit分别代表企业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绩效,其中劳动生产率用营业收

入与员工人数的比值衡量,全要素生产率用LP法计算得出,经营绩效用企业营业收入加１的对数值

衡量.其余变量与模型(１)保持一致.由表８的第(１)(３)(５)列的回归结果可知,人工智能显著促进

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营绩效.进一步将企业专业化分工(VSI)纳入模型中得到

第(２)(４)(６)列的结果,发现 AI和 VS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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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分工水平改善企业经营状况.
　表８ 进一步研究

变量
(１) (２)

劳动生产率

(３) (４)
全要素生产率

(５) (６)
企业经营绩效

AI ０．５７９∗∗

(０．２４５)
０．７３６∗∗∗

(０．２１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２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２５)

VSI ０．５６３∗∗

(０．２４４)
０．２７７∗∗∗

(０．０３６)
０．２９６∗∗∗

(０．０３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２３６８８ ２３６８８ ２４６５５ ２４６５５
R２ ０．４２９ ０．４２９ ０．９１７ ０．９１７ ０．９４８ ０．９４８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重要驱动力,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分工深化,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是重要的研究课题.
为此,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２２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指

标,探讨了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专

业化分工水平,且该结论经内生性检验、更换核心变量的测度方式和排除其他替代性解释后仍成立.
机制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通过降低企业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交易对象违约造成的损失提高企业

专业化分工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

业和沿海地区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通过推动专业化分工能进一步提升企业劳

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分别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

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强化顶层设计和政策扶持力度,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大人工智能在企业的应用.本文

研究发现,虽然上市企业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近年来逐步提升,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２０２２年

仅不到半数的企业年报中披露有关人工智能应用信息.鉴于人工智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和经营活动

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应出台相关措施鼓励人工智能发展,并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和技术

培训等方面支持人工智能赋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不断深化分工合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提

高经济发展效率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二,政府在推动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过程中应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本文研究发现,人工智

能对企业专业化分工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性质的企业、行业和地区间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政府

应针对不同企业的性质,行业的技术特点和地区的资源禀赋,差异化地制定鼓励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的

政策,重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内陆地区企业中应用,进而促进人工智

能技术在不同性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企业间的协调发展,避免因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未考虑上

述的异质性特征而导致企业间的分工水平差距加大.
第三,企业应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降低企业搜寻成本、交易谈判成本和减少交易对象违约

给自身造成的损失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自身人工智能的发展需求和所处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着
眼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活动相结合,提高企业专业

化分工水平和经营效率.首先,企业可以通过组织内部培训以及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合作,为企

业管理者和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渠道,增强管理者和员工对人工智能赋能企业发展的认识.其次,
加强对人工智能专业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包括产品经理、软件开发人员等,为企业人工智能技术

的开发和应用提供人才保障.最后,加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研发和技术引进.对于核心业务,企
业应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研发投入,开发适应自身业务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于非核心领域,可以通

过技术引进或合作研发等形式,快速获取所需的相关技术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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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接近５８００亿元,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１１５４４５８．html.
②篇幅所限,人工智能关键词词典留存备索.
③２０１９年试点地区为上海浦东区、深圳、青岛和济南;２０２１年试点地区为北京、天津滨海新区、杭州、广州和成都;２０２２年试点地

区为南京、武汉和长沙.
④十大重点领域包括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电力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航天航空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农机装

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材料、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等１０个重点领域,https://www．ndrc．gov．cn/
xxgk/zcfb/qt/２０１５０５/t２０１５０５２０_９６７３８８_ext．html.

⑤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无法对诸如使用人工智能对合同或协议书的草拟或在谈判和交易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对相关信息的
搜寻整理节约的交易谈判成本进行测度,仅使用应付票据占总应付款的比重对其进行测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企业实际的交
易谈判成本,但这只是一个下限估计,若证明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企业使用应付票据的比例,则说明人工智能对企业交易谈判成本的
负向作用更大.

⑥企业及其子公司作为原告或申请人与供应商或客户发生诉讼案件来源于 CSMAR中的诉讼仲裁数据库并经手工整理计算获
取.具体步骤如下:首先,仅保留起诉(申请)方为上市企业或者其子公司的诉讼或仲裁事件;其次,保留涉案缘由为销售合同纠纷、延
期交付纠纷、产品赊销合同纠纷、设备供货与合同纠纷、应收款纠纷、采购合同纠纷和建设买卖合同纠纷等案件;最后,根据企业和年
度,对上述纠纷案件进行加总,得到企业—年度层面的企业与供应商或客户发生的诉讼案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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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studyfocusesonAＧsharelistedfirmsfrom２００７to２０２２,utilizingtextanalysisto
constructAIindicatoratthefirmleveltoempiricallyexaminetheeffectofAIonverticalspecializaＧ
tionofenterprises．TheresultsshowthatAIsignificantlyenhancesfirms′verticalspecializationand
theconclusionisstillvalidunderaseriesofrobustnesstests．MechanismstudiesfindthatAIincreaＧ
sesthelevelofverticalspecializationoffirmsbyreducingtheirsearchcosts,contractingcosts,and
lossesduetocounterpartydefaults．HeterogeneityanalysesdemonstratethattheinfluenceofA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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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ms,andfirmsincoastalregions．FurtherresearchfindsthatAIpromoteslabourproductivity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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